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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探讨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

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通过构成要素将数字产业纳入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因素中，构建“一个要素

两条渠道”的分析框架，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揭示了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机理和逻辑联系。实证研究

结论显示：（1）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促进效应，即数字产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应对冲击的能力越强；

（2）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会因城市区位和政府引导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城市数字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大；（3）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

劳动力结构优化两条渠道进行响应。本文识别出数字产业发展驱动城市经济韧性的塑造，有助于厘清数字产业发展

的实际经济效应及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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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发展兴衰交错，在非线性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充满偶然性。城市发展的论题从关注经济增长逐步转为考虑在外部冲击下

的相对恢复能力，经济韧性（Economic Resilience）理论为城市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新思考。[1]“十四五”规划将韧性城市建

设明确为国家战略，在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值

得一提的是，数字产业发展在应对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以及塑造经济韧性方面至关重要。数字化浪潮下，新技术革命不断催生以

网络信息技术（ICT）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在数字产业作为支撑“新基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城市塑造经济韧性、寻求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那么，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当下，城市如何发展得更为强健、更具可持续性？如何通过数字产业发

展优化城市经济结构从而提高经济韧性？这些问题的梳理和探索有助于推动城市管理实践并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 

数字赋能产业发展，强化经济韧性，既是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能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从理

论研究进程来看，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从数字经济中逐步分化出数字产业，将

其视为数字经济释放经济推动力的核心。人们倾向于将数字经济解读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模块，即新兴产业的数字

技术应用与传统产业的新数字化形态是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以 ICT 为基础，数字产业尤其是数字信息产业逐

步从传统的三大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未来的第四产业。[2]同时，从数字经济的测度来看，多使用指标体系法，指标测度习惯于

描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这两大基本特征，将数字产业发展水平视为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重要维度。[3][4]因此，现有文

献从数字经济中剥离出数字产业的概念并强调数字产业对城市综合能力的提升作用，但尚未探讨数字产业对城市应对风险能力

的可能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不确定性下研究数字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二是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兴起，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数字经

济、数字化转型、数字平台等相关概念在城市应对风险时可能发挥的作用。在理论研究方面，邱栋和陈明礼（2020）、张春敏（2021）、

荆林波（2021）构建数字经济驱动城市韧性的理论框架，探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韧性城市的演化路径；[5,6,7]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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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驱动城市综合发展的影响绩效，通过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验证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进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产

生正向促进作用。[8][9]进一步聚焦到城市经济韧性领域，崔耕瑞（2021）将影响韧性的金融因素具化为数字金融，利用省级面板

数据明确其对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
[10]
与韧性、城市风险相关的文献习惯于考察产业结构、互联网发展等因素对城市经济韧

性的影响，鲜少关注数字产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从产业维度深层次探讨城市经济韧性较为缺乏。 

数字产业与经济韧性两者结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数字产业作为新的产业形态，能否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本文聚焦数字

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数字产业在城市间不平衡的发展导致数字鸿沟与两极分化现

象严重，[11]区域经济系统未来走向难以预测。从城市层面来看，既有争创“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杭州不断抓住数字红利、乘势而

上，也有受限于强路径依赖的老工业基地逐渐步入经济衰退轨迹。“数字阳光地带”与“数字铁锈地带”并存，空间发展呈现显

著的非均衡性。二是当不确定性冲击一个城市经济体时，经济体的反应首先表现为主导产业链上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受到影响，

特别是处于核心价值链的环节受到冲击。[12]经济活动的最小单元企业及由其组织形成的产业是直面冲击的部门，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面对冲击的反应速度，是影响经济体抵御冲击的重要指标。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数字产业视角出发，就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绩效进行经验考察，是对数字

产业和经济韧性研究的较好补充；二是基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理论把握，形成“一个要素两条渠道”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数字产

业发展的影响绩效分解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结构优化，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揭示了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影响

机理和逻辑联系；三是本文采用了更为细致的全国工商企业注册微观数据，通过自然语言技术处理筛选并刻画城市数字产业发

展与结构优化的测度指标，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在城市层面的差异特征与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 

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冲击发生时，数字产业对国民经济波动的感应度

系数较低，[13]展现出“护城河效应”，即便其他产业在冲击下陷入低迷，数字产业也能减小负面冲击的影响力度，为城市应对风

险提供天然屏障。数字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渗透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14]增长动力更强、创新活力更大。数字产

业依靠自身模式创新发展，受其他产业的影响较小，有利于平抑经济波动，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数字产业

发展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也为经济可续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在冲击发生后，数字产业有助于地区演

化出新的增长路径，实现路径突破。一般而言，以传统的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在面对外生冲击时，高度专业化与规模化导致

地区“锁定”（Lockin）在较低的经济绩效水平上，维持传统的产业结构易陷入长期衰退，阻碍地区演化出全新的路径。数字产

业发展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路径的突破提供储备能力，为塑造城市韧性提供物质基础。此外，先进的数字技术

在保障信息通畅的同时提高社会总体信任度，减少交易成本，为塑造城市韧性提供基础。因此，从传统产业“换挡”至数字产业

是城市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选择。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 1：数字产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数字产业发展的水平越高，城市经济韧性越强，应对冲击与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越大。 

（二）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逻辑 

数字产业如何驱动经济韧性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数智升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数字产业发展纳入影响经济

韧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梳理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的逻辑关系。从理论溯源来看，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将经济韧性视为一个

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韧性在塑造经济格局的演变中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核心问题是韧性为何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不同地

点之间存在差异性。
[15][16]

借鉴行为心理学和健康研究，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前沿认为构成要素（Compositional Factors）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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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经济韧性的关键要素之一。[17]构成要素是指经济结构构成，包括产业组合与生产要素组合。一方面，产业组合是指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的企业或产业组合。伴随数字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快速渗透于各个产业部门并相互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

业，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组合强调劳动力结构优化的重要性，数字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初级人力

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不断转化，能否吸引和保留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成为决定地区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18]因此，数字产业发

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逻辑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劳动力结构优化。 

韧性是地区重新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能力。[19]本文引入演化经济韧性框架中的构成要素，结合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进行

新的逻辑梳理，形成“一个要素两条渠道”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解释数字产业发展如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实现结构

优化效应，提升城市经济韧性。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的逻辑关系 

1.数字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经济韧性 

从结构优化的视角解释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数字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优质产业，提高数字产业占比，呈现出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

展态势。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是高端产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20][21]数字技术的高渗透力、高创新力模

糊了产业边界，使得传统产业快速数字化成为可能。数字产业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传统产业的相互渗透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通过产业结构这一载体，促使市场信息更为高效地传播，优化经济运行方式。因此，数字产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的渗透与升级

是解释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 

数字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优化在解释区域应对冲击的敏感度及其在冲击后的恢复力方面至关重要。[22]产业

经济学理论指出，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23]
演化经济地理理论认为，产业结构通过承载区域资源配置而决

定区域经济运行方式，是经济韧性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是以高竞争力的新兴数字

化产业不断替代传统产业。数字产业部门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吸收新技术的速度更快并通过知识溢出传播至区域经济系统

中，从而提高其他关联产业的生产率和复苏速度，有效地进入相关或全新的发展道路，恢复其经济韧性。此外，以数字产业为主

导产业的地区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在微观企业的渗透，促使企业倾向于数字化创新的改造与提升，从而构建创新型区域，为塑造经

济韧性提供制度支持，促进数字产业发展融入区域知识网络并成为经济韧性的一部分，[24]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开发、吸收和共

享知识，实现经济韧性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数字产业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数字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高端产业占比越高，城市经济韧性越

强。 

2.数字产业发展、劳动力结构优化与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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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优化的视角解释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进一步表现为劳动力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伴随

生产要素升级，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从产品市场逐渐传导至生产资料市场。在产业结构演化过程中，数字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

生产资料的需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尚未摆脱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城市发展往往依赖不可再生资源，

面临严峻的资源挑战和制约。数字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使得传统的生产要素在形态上发生转变，高技能

人力资本积累成为数字产业推动城市发展的着力点。数字产业对生产要素市场提出新的要求，高技能劳动力从传统产业逐渐流

向数字产业，[25]提升劳动力匹配精度与劳动力生产率，驱动劳动力结构优化，最终提升经济韧性。因此，数字产业在劳动力结构

层面的优化是解释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视角。 

劳动力结构优化是高技能劳动力从衰落的产业转移到新兴的产业从而实现劳动力结构升级的过程，[26]高技能劳动力有助于

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在外部剧烈冲击下，城市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一方面，数字产业发

展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为产业部门吸引高技能人才聚集并提升企业家精神，帮助地区恢复经济基础，为抵御低迷提供重要的人

力资本储备，[27]从而保障城市再组织能力，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发展推动下的劳动力结构优化不仅提高了高

技能劳动力占比，也帮助传统劳动力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迅速提升新技能，增强劳动力再就业能力，储备丰富的劳动力共享池。

面对外生冲击时，劳动力结构优化可以为企业快速释放合适的劳动力资源，缓解经济系统中某一特定产业的生产要素需求波动，

保障要素供给与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城市经济韧性。
[28]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数字产业发展通过劳动力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数字产业发展优化劳动力结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高，城市经

济韧性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面对外部冲击，数字产业发展帮助地方经济摆脱锁定状态，更易减少冲击可能的负面影响。为了验证前文假说，本文将数字

产业发展的代理变量纳入影响经济韧性的面板数据模型中，通过构建时间、城市双固定效应模型刻画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

韧性的影响绩效。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地级市和时间；ERit表示 i市的经济韧性，Digit为数字产业发展的代理变量；Controls 是控制变量集

合；υi和λt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 

1.因变量：城市经济韧性（ER) 

既有研究关于经济韧性尚未得出统一的测度方案，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关注点设计不同的测算方法，包括指标体系法、案例

研究法、空间计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等。在经济韧性测度的探索中，用经济核心指标变化差异表达经济体应对冲击的能力差异是比

较被接受的方法。因此，本文对经济韧性的测度参考 Simmie 和 Martin(2010）的研究，用经济核心指标的敏感度在城市层面的

表现差异进行分析。[29]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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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Ri表示城市 i的经济韧性。ΔRi/Ri表示城市 i核心经济变量（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为代理变量）的变化率，ΔRN/RN

是指全国核心经济变量的变化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式（2）计算出的敏感度数值与单位 1 相比以衡量城市经济韧性的大小，

敏感指数越高意味着经济韧性越强：其值大于 1 表示城市 i 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要高于国家层面，受冲击的影响较小；其值小

于 1 则表示冲击对城市 i 的影响较大。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城市 i 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考虑到城市经济韧性的塑造是长期的

演化过程，本文与刘晓星等（2021）的研究类似，采用 2008—2018 年的经济核心变量来测度韧性。[30] 

2.自变量：数字产业发展（Dig) 

现有研究围绕数字产业尝试了一系列的概念探讨与理论构建，少有涉及具体测度。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从数字产业内部

结构出发，将数字产业发展具化为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等具体产业的发展。[14]量化数字产业常用的方法

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纳入评价维度，包括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
[9][31]

需要注意的是，至今尚无公认合理的指标及对应权重来测算

数字产业维度，且采用指标体系测算可能存在混淆因果的风险。 

本文认为，测度数字产业发展需要从企业层面着手。只有明确微观机理，才能宏观把控数字产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逻辑。[32]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从微观企业的数字化数据出发，借鉴毛丰付和张帆（2021）的做法，根据《浙江省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筛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凝练出中观产业层面的数字产业发展水平。[33]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数字产业发展区域格局分化导致缺乏系统性指导，浙江省作为数字产业发展的先发省份，数字经济高地优势愈发凸显，

后疫情时代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2018 年，浙江省统计局联合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印发《目录》，以

界定数字经济产业。通过对比其他可能相关的数字产业分类目录，我们发现，《目录》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细分为共计 7 大类、

128 个小类行业，大类划分覆盖范围更为广泛，小类划分瞄准产业更为精准，数字核心产业划分更符合人们的理解与认知。因此，

本文沿用毛丰付和张帆（2021）的研究成果，依据《目录》标准筛选符合数字核心产业范围的微观企业，利用浙江省数字化的先

发经验积极发挥窗口效应。[33] 

具体做法包括：首先，根据《目录》中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从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中筛选出 441 万家数字经济企业；其

次，通过百度地图 API获取企业位置信息，将数字经济企业归属至所在城市；进一步地，筛选出地级及以上城市共计439 万家数

字经济企业，将省级层面的企业数据进一步深化至城市层面，最终得出各个城市每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以此代表数字产业的

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Controls)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绩效，本文借鉴演化经济韧性理论综合的影响经济韧性的诸多因素，设定对经济

韧性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经济因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会影响其遭受各种冲击的脆弱性和稳健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规模越大的

地区越能减弱冲击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结构快速调整。[34]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invest）和人均 GDP(pergdp）代表既有的

经济发展水平；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比值（retail）代表市场规模。此外，当地经济系统与其他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与

连通共同构成特殊的新兴经济文化和环境，更大程度地促进技术外溢。以每平方公里 GDP(density）来测度经济密度，捕捉空间

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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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因素：地区的金融支持显然是塑造韧性的关键因素。[29]大型企业可能有资本储备可以利用，但小型企业的资源有限，冲

击下容易背上债务并因此破产清算，可用的资金对企业度过经济萧条或其他类型的负面冲击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对受经济冲击

严重影响的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或推迟偿还贷款的态度将有利于韧性塑造。以银行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financial）来代表

金融支持。 

政策因素：地区经济治理同样对地区韧性产生重大影响。[35]拥有积极政策权力的地区致力于不断增强和促进当地的经济投

资，不断完善基础建设，不仅有助于该地区的长期增长，还可能提高该地区应对意外冲击和经济波动时的韧性。用财政预算内收

入占预算内支出的比重代表政府财政自给能力（budget），用人均实有城市道路面积表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infra）。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城市经济韧性的均值为 1.2470，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距较大，变

量的方差也较大，说明经济韧性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数字产业发展的代理变量与城市经济韧性情况类似，最大值与最

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说明以每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为代理变量的数字产业发展在时空分布上同样是不均衡的。 

表 1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r 城市经济韧性 2992 1.2470 0.4949 -2.5169 14.7297 

dig 每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对数） 2992 5.5418 1.4286 1.6094 11.0274 

invest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数） 2992 3.3948 2.6111 0.0959 21.9393 

pergdp 人均 GDP（对数） 2992 10.5260 0.6522 4.5951 13.0557 

retail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的比值 2985 0.3708 0.1037 0.00003 0.8260 

density 每平方公里 GDP 2987 1.5667 2.1173 0.0088 22.3831 

finan 银行存贷款余额占 GDP的比重 2992 2.2027 1.0868 0.5600 12.5088 

budget 政府预算收入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2992 0.4792 0.2270 0.0555 1.5413 

infra 人均实有城市道路面积（对数） 2932 4.4958 5.4195 0.1812 73.0424 

 

四、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一）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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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检验了数字产业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如表 2所示。第（1）列回归结果表明，综合考虑年份固定效应与城市

个体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城市每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的回归系数为 0.2082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第（2）列至第（4）列

依次结合可能影响经济韧性的经济因素、金融因素与政治因素后，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控制变

量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综合表 2 的各列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数字产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

性，也从侧面反映了数字产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 

表 2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dig 

0.2082*** 

(0.0361) 

0.1626*** 

(0.0296) 

0.1637*** 

(0.0297) 

0.1617*** 

(0.0296) 

invest  

0.0011 

(0.0104) 

-0.0003 

(0.0102) 

-0.0015 

(0.0104) 

pergdp  

0.1374* 

(0.0750) 

0.1276* 

(0.0747) 

0.1070 

(0.0774) 

retail  

-1.9959*** 

(0.3418) 

-1.9371*** 

(0.3458) 

-1.9181*** 

(0.3552) 

density  

-0.0013 

(0.0058) 

-0.0012 

(0.0058) 

-0.0006 

(0.0057) 

finan   

-0.0293 

(0.0309) 

-0.0276 

(0.0304) 

budget    

0.3689** 

(0.1486) 

infra    

0.0048 

(0.0061) 

常数项 

0.4813*** 

(0.1656) 

-0.0100 

(0.8256) 

0.1156 

(0.8229) 

0.1241 

(0.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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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92 2980 2980 2924 

R2 0.1862 0.2282 0.2284 0.2296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1 更换解释变量-2 剔除特殊样本 工具变量法 

dig 

0.0643*** 

(0.0140) 

  

0.1630*** 

(0.0297) 

0.2519** 

(0.1309) 

dig_total  

0.1159* 

(0.0631) 

   

ICT_num   

0.0755*** 

(0.0174) 

  

Kleibergen- 

Paap rkLM 统计量 

    

35.526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 
    

38.876 

(16.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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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2.0537*** 

(0.7782) 

-0.2250 

(0.9691) 

0.4290 

(0.8522) 

0.1499 

(0.8610) 

0.0476 

(0.9403)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24 2924 2924 2881 2561 

R
2
 0.3683 0.2148 0.2194 0.2300 0.1675 

 

1.变量角度：更换城市经济韧性的代理变量 

为了避免单一测算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进一步采用 Martin 和 Sunley(2016）的研究方法，定义核心变量的预期量（在

本文中表现为地区生产总值），再将反事实条件下测算的城市经济指征的真实变化与预期变化相比较，由其反映程度来衡量城市

经济韧性的大小。[36]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ei表示城市 i经济核心指标变化量的预期量，以全国经济产出变化率为基础进行反事实测算，△Eri表示城市 i经

济产出的实际变化量。式（3）计算 ER'i的数值以正负大小衡量经济韧性，其值大于 0表示城市 i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要高于国

家层面，受冲击的影响较小；其值小于 0则表示冲击对城市 i的影响较大。回归结果如表 3的第（1）列所示，关键解释变量回

归系数为 0.0643 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测算经济韧性，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的

促进效应。 

2.变量角度：更换数字产业发展的代理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数字产业发展水平采用城市每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数。需要注意的是，全面考察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不仅需要

考察数字经济企业的动态增长，还应考察数字经济企业在静态时点的存量。为了合理体现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力，维持数据来源

的一致性，借鉴毛丰付和张帆（2021）的做法，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城市层面总的数字经济企业数（dig＿total），以代表各个城

市数字产业发展的存量水平。[33]表 3的第（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企业总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产业发展

持续、有效地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一定的累积效应，即数字企业数量越多，数字产业发展越好，城市经济韧性越强。 

此外，数字产业发展离不开 ICT技术的推动，ICT 产业既是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特定产业部门，也是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的

基础部门。
[37]
国外鲜少提及数字产业，而是用 ICT 产业表征数字产业的特征，且国内研究报告中也会出现 ICT 产业与数字产业

相互替代的情况。因此，本文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中筛选出 2008—2018 年 ICT 企业单位数（ICT＿num）

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之一，也规避了基准回归中数据统计口径与数据来源可能带来的局限，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3 的第（3）

列所示。关键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中的回归系数相比数值较小，说明 ICT产业是数字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此可知，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产业发展测算方式的差异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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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角度：剔除可能影响数据的特殊样本 

我国直辖市的数据值与省级层面数据相差不大，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样本是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统计学

差异，借鉴张晏和龚六堂（2005）的做法，本文剔除四个直辖市样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后剩余 268个城市，[38]重新回

归并检验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如表 3的第（4）列所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630，在 1%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致的稳健性。 

4.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数字产业发展有利于塑造城市经济韧性，而经济韧性较高的城市更容易捕捉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推动当地数字产业发

展，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同时，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认识的局限性，本文可能遗

漏其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变量。因此，借鉴黄群慧等（2019）、赵涛等（2020）的做法，本文以1984年的邮电历史数据作为数

字产业发展指标的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4][9]表 3的第（5）列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数字产

业发展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效应仍旧成立，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此外，Kleibergen-Paaprk 的 LM统计量 p值均为0.000，

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Kleibergen-Paaprk 的 WaldF 统计量通过弱工具变量的检验。总体而言，以上检验验证了数字

产业发展影响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讨论：异质性分析与影响机制检验 

（一）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异质性检验 

1.基于城市区位视角的检验 

中国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是显著失衡的，不同地区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与经济韧性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城市区域

板块差异，尝试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基于城市区位视角研究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异

质性，结果如表 4中的第（1）列至第（3）列所示。第（1）列为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

0.2361，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第（2）列为中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1489，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第（3）列为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为 0.0942，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可以发现，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是正向促进的，从回归系数数值来看，

这一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尤为显著。 

表 4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城市区位 政策引导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非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 

dig 0.2361*** 0.1489*** 0.0942** 0.1533*** 0.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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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8) (0.0542) (0.0389) (0.0495) (0.04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1447 

(1.6358) 

-1.2467 

(1.3545) 

0.2289 

(1.3395) 

-2.9084** 

(1.2480) 

0.6420 

(0.8912)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40 1080 782 564 2360 

R2 0.1968 0.3156 0.3014 0.2704 0.2356 

 

如何解释这一经验发现呢？我国数字产业发展水平自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阶梯状递减趋势，东部地区作为数字产业发展的

“高地”，在面对外生冲击时，表现出强劲的恢复力与抵抗力。因此，数字产业发展促使不同区位的城市经济韧性差距扩大，从

而为理解中国地区间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平衡现象提供了基于数字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中西部地区应尤为关注数字产业发

展的产业政策扶持，努力缩小与东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提升地区经济韧性的同时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2.基于政策引导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愈演愈烈，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倾向于在城市建设中融入韧性城市的理念。这一理念映射到治理

实践，表现为不同的治理手段与政策引导。从2012年的智慧城市建设到 2013 年的宽带中国战略，再到 2016 年首个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批复等，一系列政策方案表明政府致力于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本文从政策引导视角

切入，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例，运用分组回归方法考察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横截面差异。表 4中的第（4）列为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实证回归系数为 0.1533；第（5）列为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城市

的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为 0.1382，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无论是否为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是正向促进的。横向比较后发现，这一促进效应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尤为突出。 

实际上，在政府希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城市的干预能力存在系统差异，数字产业发展对

不同政策引导下的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会表现出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引导更为积极，政策赋能城市数字产业发

展的效果更为突出，从而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政策干预力度不同，数字产业发展的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力度

也不同。这不仅提高了对城市经济韧性运作机制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数字产业发展在政策引导下的丰富差异。在政策引导下，

城市享受政策红利，迅速实现数字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城市应对风险的稳健性。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城市数字产业发展的

引导，缩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提升城市的经济韧性，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考察 

前文通过识别策略与稳健性分析，回答了数字产业发展是否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问题。那么，数字产业发展通过何种渠道对



 

 12 

城市经济韧性产生影响？通过理论梳理我们发现，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成为影响经济韧性的要素。因此，本文利用 Baron 和

Kenny(1986）的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设定式（4)(5)(6）检验程序，用于考察数字产业发展是否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

劳动力结构，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39]
 

 

式中，Medit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产业结构优化 Isuit与劳动力结构优化 Lsuit两条路径。具体检验程序如下：先估计式（4），

以 β1显著为正为前提；然后估计式（5）和式（6），若 α1和φ2同方向且均显著，则表明数字产业发展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

劳动力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在此基础上，若φ1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φ1显著，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φ1和φ2只有一个显著，则需要对交互项φ1×φ2的显著性进行 Sobel 检验，若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中介变量Medit发挥

了中介作用。 

表 5中的第（1）列至第（3）列检验“数字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韧性提升”这一路径。产业结构水平的测度指标

包括产业结构层次系数、[40]产业结构升级系数、[41]产业结构高度指标等。[20]干春晖等人（2011）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42]考虑到数字产业发展的特征，本文认为数字产业发展推动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应表现为产

业结构的高端化，即高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不断提高，产业的提质增效能力不断提升。信息技术推动经济结构转向服务

化，而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往往集中于第三产业，因此，产业结构高端优化的过程是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增加的过程。采用产业

结构高端化来衡量数字产业发展优化的产业结构，具体测算公式为：Isuit=∑j
3
=1κi,t×j。式中，Isuit 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

κi,t表示各个城市各个产业占 GDP的比重。Isuit数值越大，意味着对应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端化水平越高。第（1）列为不纳入中

介因子的检验结果，Dig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产业发展确实提升了城市的经济韧性。第（3）列显示纳入中介因子后

的检验结果，Isu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同时 Dig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且|β1|>|φ1|），说明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部分中介因子。 

表 5数字产业发展与城市经济韧性：传导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劳动力结构优化路径 

(1) (2) (3) (4) (5) (6) 

数字产业发展 

0.1617*** 

(0.0296) 

0.0097*** 

(0.0030) 

0.1614*** 

(0.0293) 

0.1617*** 

(0.0296) 

0.2560** 

(0.1079) 

0.1600*** 

(0.0296) 

产业结构优化   

1.9358*** 

(0.4096) 

   

劳动力结构优化      

0.0066** 

(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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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1241  

(0.8441) 

2.0184*** 

(0.1096) 

-1.9949** 

(0.7786) 

0.1241 

(0.8441) 

6.1430 

(4.4498) 

0.0837  

(0.8553)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924 2924 2924 2924 2924 2924 

R2 0.2296 0.6701 0.2392 0.2296 0.0656 0.2299 

 

表 5中的第（4）列至第（6）列报告了“数字产业发展——劳动力结构优化——经济韧性提升”的检验结果。劳动力结构优

化是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不断提升的过程，而劳动力技能的高低决定了城市生产率的高低。高技能劳动力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可持

续发展和城市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考察高技能人力资本对韧性的影响多以每万人高校在校大学生数作为代理变量。
[43]

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从事与数字产业密切相关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更能突出数字产业发挥作用的特性。因此，本文用各城市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的占比作为劳动力结构优化 Lsuit的代理变量。第（4）列为不纳入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Dig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结果相呼应。第（6）列显示纳入中介因子后的检验结果，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劳动力结构优化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同时 Dig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β1|>|δ1|），说明

劳动力结构优化是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部分中介因子。总体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支持了数字产业发展具有结构

优化效应的观点。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面对数字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利用数字产业实现城市间的均衡发展是提高城市经济韧性的题中要义。近年来，需求

低迷、供给收缩、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在经济不确定性较大的背景下，韧性分析和治理已然发展

为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等实践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与危机管理、安全治理相关的研究与政策规划。同时，

数字产业发展助力“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要求，提高城市经济韧性既是城市居安思危的务实选择，也是提高城市长

期竞争能力的有效路径。 

从研究结论来看，本文构建“一个要素两条渠道”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产业结构优化和劳动力结构优化维度阐述数字产业

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在机理。基于 2008—2018 年 27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企业层面凝练出产业层面的数据，

识别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主要结论如下：一是数字产业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促进效

应在经过更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样本数据或内生性检验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二是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

影响具有异质性，城市区位更优越、政策引导力度更大的城市数字产业发展对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大；三是从作用机制来看，

数字产业发展具有结构优化效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提高高端产业与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间接塑造城市经济韧

性。 

综合来看，虽然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依然存在数字产业创新水平低、城市之间差距明显的现实难题。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巩固数字产业发展红利，重塑城市经济韧性。数字化浪潮使得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研究已不足以满



 

 14 

足城市空间非均衡性的探索。数字产业发展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为重塑城市竞争格局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加大数字

产业发展扶持力度，推动微观企业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从而巩固数字技术为城市经济韧性带来的红利优势。二是实现数

字产业差异化发展战略，缩小城市间的数字鸿沟。本文的研究发现，地处偏僻、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的城市具有先天或后天劣势，

无法充分发挥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因此，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加强政

策引导，提高数字化服务质量，最大化发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三是提升数

字化创新水平，增加数字人才积累。数字产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为城市经济韧性带来内生动力，产业结构升级需要

新的增长点，数字技术的创新使用和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为了确保机制渠道的畅通，应汇聚创新发展

新动能，为产业结构创新升级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为从事与数字产业相关工作的数字人才提

供生活保障，为城市韧性塑造储备冗余资本，保障持续供应能力。从韧性视域考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功。数字产

业的蓬勃发展为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应注重制度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配套化，加强人力资本素质的教育培

养，提升数字产业创新能力，从而构建城市经济韧性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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